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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作用 

机理与实证检验 

谭婧 姜哲
1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基于 2005—2018 年长三角区域 41市的经验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与空间分析工具检验区域环境协

同治理的直接效果、空间效应和经济复合效果。检验结论有：(1)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直接效果具有明显的短期效应

和问题导向特点，区域内环境排放逐渐趋同；(2)长三角区域环境排放空间关联较强，存在两极分化的空间集聚特

征，“双低”区域分布在城市群外围，“双高”区域则集中于核心区域；(3)各城市环境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所处的

阶段存在较大的空间异质性。结论表明，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需要长效动态机制的顶层设计，并应兼顾区际差

异和空间异质性，以实现区域环境与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而处于控制组的全国其他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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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推进，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成为打破行政区划约束、克服环境外部性以实现区域

协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等新发展

定位的明确[1,2]，高质量一体化的城市群建设目标对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长三角地区对于环境协同治理的探索由来已久。20世纪 90年代成立的长三角经济协调会、长三角联席会议制度、各种污染

防治协作小组等均是区域环境联防联控的组织保障。2005—2006 年，部分国家级生态环境试点项目选址在此，而后太湖流域“蓝

藻事件”的发生以及国务院对长三角两省一市的正式规划拉开了区域污染联防联控的序幕。2009 年苏浙沪签订了环保合作协议

和跨界污染应急联动方案，2010年区域规划出台后以及世博会召开期间，长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工作进一步深化。2012年，原环

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印发了重大政策性文件《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将长三角作为重点规划

范围之一，明确了当前城市间污染相互影响显著但管理模式滞后、各城市“各自为战”以及环境监测薄弱和立法不完善等问题，

并给出了联防联控、联合执法、建立信息共享流通机制和应急预警体系等一系列针对性指导意见[3]。这项重大政策促进了之后区

域联防联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2013年环保合作宣言的共同签订和跨界污染纠纷处置与应急联动小组的成立，而后区域大气

和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陆续落地，2014 年区域协同立法论证会和 2019 年环保法治论坛的举办，2016 年省际边界断面污染联

合监测平台的建立和 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打响等。纵观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演变路径可以发现，2012年这

项规划文件是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阶段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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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与机理分析 

1.1 文献综述 

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长三角环境治理政策及相关内容受到较多学者关注。目前，区域环境治理及其政策的研究大体可分

为两个视角。 

(1)较多采用定性论述或案例写实的手法，如探讨环境治理模式下的动力源流、承载场域、协同过程或创新路径[4,5,6]，解读

或阐释治理规划与政策[7,8]，论述环境联合执法机制的完善方向[9,10,11]，分析治理多元主体共治的结构属性和演化特征[12]，强调多

重边界治理或大部制背景下的府际合作问题
[13,14,15]

等，这一视角的研究侧重梳理不同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现状、面临的问题或困

境以及治理的成效，并给出针对性建议，或者对联合治理逻辑框架和组织方案进行设计[16,17,18,19]。 

(2)利用各种定量分析工具探究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或影响环境协同治理的外生因素[20,21]。针对环境治理和实践效

果的量化评估，已有研究大多采用 PSR[22]、DID 或 PSM-DID[23,24]、RDD[25]等方法，这些方法是政策效应评估较为典型的研究工具，

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参照控制组的选取具有暗箱操作的特点，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有时难以满足关键时间节点前后“两分

化”的处理，也无法给出效果的演进情况；而对效果的判断上受参数检验结果约束，对政策作用程度的判断缺乏灵活性。近期有

研究采用合成控制法(SCM)开展政策评价的研究[26,27,28]，SCM 方法能够克服 PSM、DID 等方法的短板，可以识别政策执行效果及演

变路径。该方法是将待评价的政策执行区域设定为目标组，而将政策效果评价的参照对象设定为控制组，通过对控制组中各样本

的预测变量进行线性组合，从而构造一个与目标组特质相近的反事实合成组，再通过比较政策实施节点后，目标组与合成组间的

差异来评估政策效应。已有考虑空间因素环境问题的研究较多采用空间分析工具，如基于莫兰指数的空间关联分析、构建环境库

兹涅茨模型(EKC)讨论环境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依赖关系
[29,30,31,32]

。 

综合来看，尚未发现有研究深入梳理环境协同治理政策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机理分析全面开展治理效果的实证评价。同时，

有关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效果评估的方法和工具也存在可丰富和拓展的空间。 

1.2 机理分析 

环境排放与环境治理都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既是相关治理政策制定的基础，也决定了多维视角评价治理效果的

必要性。依据不同作用机理归纳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政策的效果具有三个维度。 

(1)环境治理政策的直接效果。 

有效的环境治理政策可通过环境规制、减排约束、财政支持等行政手段，或排放交易机制等市场激励手段，直接减少环境排

放；以绿色能源替代、净化处理技术升级等技术手段降低单位GDP 的排放强度，缓解经济增长对环境排放的强依赖关系；环境治

理手段与产业转型升级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相结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排放脱钩，以推动地区更高质量发展。 

(2)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空间效应。 

一方面，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决定了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均有典型且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同时，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也具有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环境治理和环境约束的加强，除了影响本地的产业选择和环境排放等方面，也会对邻近周边区

域的产业选择和环境排放产生影响。协同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全局视角下的空间关联，也即环境排放在整

个区域具有较高的区际交互影响；二是局部视角下的空间分布，也即环境排放空间关联强、弱地区具有空间集群分布的空间结构

特点。区域协同的目的是打破行政区划的边界效应，克服环境排放的外部性，实现对空间溢出效应的扭转与扼制，通过区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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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以及空间集群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共同发展、共同治理实现区域环境的共同提升。 

(3)区域环境治理政策的经济复合效果。 

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多目标协同是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环境排放源于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活动，在区域

环境治理过程中，除了要考虑区际环境排放自身的空间关联与异质性，还要考虑环境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依赖关系以及这种

依赖关系的空间交互影响。这一维度的协同治理效果是环境排放空间效应、经济发展对环境排放依赖关系以及经济发展空间关

联等多重关系的叠加，与环境排放直接效果和空间效应密切相关，但又具有更为复杂的表现。 

基于协同治理政策的作用机理，全面评价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果需检验三个问题：(1)协同治理政策是否直接促进了长三角

区域环境质量的提升?(2)区域环境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否得到有效的抑制?(3)经济发展与环境排放的依赖关系以及这种关系

的城际差异大小如何?为此，本文基于 2005—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 41座城市的经验数据，选取区域污染防治重大政策性文件

颁布的 2012 年作为关键时间节点[3,20,24]，采用合成控制和空间统计等方法，检验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直接效果、空间效应和经济

复合效果，为实现长三角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2 研究模型与数据来源 

2.1 基于熵值法的环境排放指数 P 

选取工业二氧化硫(SO2，吨)、工业废水(WW，万吨)和工业烟(粉)尘(SOT，吨)衡量环境排放[33]。为避免量纲的影响，综合考

察涵盖废水、废气和固废三种排放源的总度量，通过对指标绝对量的均值标准化处理、利用熵值法获取各指标权重、再将均值化

指标与权重线性组合等步骤，将SO2、WW、SOT 三种环境排放源综合构建环境排放指数 P[34,35,36]，该指数为综合反映环境排放的反

向指标。 

2.2 合成控制法(SCM) 

在利用 SCM 发现政策执行效果的过程中，将长三角区域设为待检验目标组，其他未受政策影响区域为控制组。其具体步骤如

下[26,27]： 

第一步，基本设定。令第 i个单元在第 t期的环境排放指数为 Pit(i=1,2,…,n+1；t=1,2,…,T)，其中第 1 个单元为长三角

这一目标组，其余 n个单元均为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将整个考察期 T分为两个阶段，政策实施前的2005—2011 年为 T1，政

策执行后的 2012—2018年为 T2。定义 为单元 i在 t时期未受政策影响的环境排放指数， 为单元 i在 t时期受政策影响的环

境排放指数。 

第二步，直接效果变量。当 t∈T1时 ，令 t∈T2时 ，其中，trit为政策执行的直接效果，代表单元 i

因政策引起环境排放的绝对降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在 trit>0时有显著效果，而在 trit≤0时无效。 

第三步，参数估计方法。由于 T2期 不可直接观测，治理效果 trit的确定需要先对 进行估计。合成控制的原理是通过对控

制单元环境排放指数的加权合成来估计 ，权重ωi需满足： ，且 ，ωi≥0。这里，a∈T1,P1a和 Pia

分别为目标单元和第 i个控制单元在 T1期的环境排放指数，这组 ωi反映了不同控制单元对目标单元的合成贡献率。若ωi条件

满足
[37]

，则 是 的无偏估计，这里 b∈T2， 为目标单元在 T2期未受治理政策影响的环境排放指数，Pib为T2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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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i的环境排放指数。最终，直接效果 trb估计量为： 。 

第四步，确定权重向量 Ω。权重向量 Ω=(ω2,ω3,…,ωn+1)′是保障 无偏的关键，对目标单元而言，最优的 Ω 应满足政

策实施前加权合成环境排放指数与同期实际环境排放指数之间的差距最小。因此，权重向量Ω需满足||X1-X0Ω||最小，其中 X1

为政策实施前目标单元的 k×1维特征向量，X0为以政策实施前各控制单元特征向量为列向量所组成的 k×n维矩阵，特征向量实

质为影响各单元环境排放控制因素的任意线性组合，k为控制因素的个数。 

第五步，目标单元分组。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参与一体化进程的差异较大，为保障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更好地发现政策效果

的区际差异，将目标单元 41座城市分为长三角整体区域、苏浙沪两省一市和安徽省三组分别进行政策效果分析。此外，由于合

成控制法是对每个单元环境排放指数的合成，为避免过于频繁地将所有 41 市依次进行合成，本文采取均值合成[26,27]，将它们合

并成一个新的单元作为代表。 

SCM 应用还需考虑一系列的控制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因素，使用环境排放主要来源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PSI，单

位：%)
[29]

；市场开放程度，使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单位：亿元)
[29]
；技术进步和治理革新，使用促进节能减排的科技

支出(STE，单位：亿元)[32]；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力度，使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GGI，单位：亿元)[38]。 

2.3 空间分析工具 

2.3.1 空间效应的检验 

莫兰指数可以发现环境排放的全局空间相关程度，取值范围为[-1,1]，其公式为： ，其中，

，Pi为 i地区环境排放指数， 为地区总数。为空间权重矩阵。 

莫兰散点图可以实现环境排放局部空间相关情况的可视化，其实质是绘制 P与其空间滞后项 WP线性关系的散点图，并依据

两坐标轴划分为四个象限。由于WP表示邻近城市观测值的加权平均，此图可反映该单位与周围邻近区域相似值的空间集群程度。

以每个城市所处的象限可以考察每种集群城市数量及其演变情况，按照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成效的优劣程度，排序四象限分类有：

“双低”>“高低”>“低高”>“双高”。 

2.3.2 经济复合效果的检验 

构建空间 EKC模型考察协同治理的经济复合效果，其结果判断有两点说明，一是环境排放作为负向“坏”的指标，其空间溢

出效应越强，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则越弱；二是若环境与经济的依赖关系得到改善，环境协同治理越有效。为此，将样本观测值以

2012 年为节点划分为两个子面板数据分别运行空间 EKC 模型，对协同治理前后空间溢出效应、环境排放和经济发展间关系、各

城市所处 EKC阶段的异质性进行对比分析，联合发现协同治理的经济复合效果。 

模型形式如表 1所示。其中，AGit为人均实际 GDP(AG=GDP/常住人口，单位：万元/人)；Pit为环境排放指数，为了防止数据

潜在的异方差造成较大扰动，两项指标取对数。i为地区，t为时期，αit为空间个体特质效应，βk为环境排放指数的经济弹性，

ρ 为 Yit的空间自回归系数，λ 为误差项的空间自相关系数，γk为 AG 的空间自回归系数，W 为空间权重矩阵，εit为误差项。

空间自回归系数衡量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嵌套 AG 三次项模型中参数 β 的符号决定了环境排放指数与经济关系演变的不同

形式，可能存在倒“N”型(β3<0，β2和β1任意)、“N”型(β3>0，β2和β1任意)、倒“U”型(β3=0 或不显著，β2<0，β1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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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U”型(β3=0 或不显著，β2>0，β1任意)、单增线型(β3和 β2=0 或不显著，β1>0)和单减线型(β3和 β2=0 或不显著，

β1<0)等几种形式。 

表 1空间 EKC模型的形式 

名称 模型的表达式 

空间面板滞后 SLM lnPit=αit+ρWlnPit+β1lnAGit+β2ln(AGit)
2+β3ln(AGit)

3+εit 

空间面板误差 SEM lnPit=αit+β1lnAGit+β2ln(AGit)
2
+β3ln(AGit)

3
+uit，uit=λWuit+εit 

空间面板杜宾 SDM lnPit=αit+ρWlnPit+β1lnAGit+β2ln(AGit)
2+β3ln(AGit)

3+γ1WlnAGit+γ2Wln(AGit)
2+γ3Wln(AGit)

3+εit 

 

2.4 指标来源和数据说明 

相应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货币单位数据以 2005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合成控制法

应用中，外生控制变量数据来自 EPS 统计数据平台和 CEIC 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2005—2018 年，个别缺失值采用插值法得出；

经过排除受 2012 年政策影响的京津冀、珠三角等区域城市的数据清洗后，控制组保留 148 个地级市。 

3 检验结果与分析 

3.1 直接效果的检验 

为发现环境协同治理对整个长三角区域的直接效果，分别以取均值的方式将长三角 41 座城市环境排放指数整合成长三角、

两省一市和安徽省三组。以 2012年为时间节点，将实际和拟合环境排放指数 P时序演变情况绘制如图 1所示。 

直接效果检验表明，协同治理政策具有显著效果，但持续时期较短，缺乏持久的长期效果。政策的直接效果表现在 2012—

2013 年长三角全域 P 的实际路径与合成路径之间差异有所减小，并在 2013 年实际路径低于合成路径，区域环境治理效果明显。

而 2013—2017年，长三角全域、两省一市和安徽省均显现出环境排放指数的实际路径与合成路径差异扩大的趋势。一方面，协

同治理具有问题导向性特点，在 2010 年之前，长三角全域、两省一市及安徽省 P的实际路径与合成路径高度一致，但在 2010 年

之后，江苏、浙江和上海市出现了实际路径持续高于合成路径的情况，尽管“入长”较晚的安徽省在 2011—2013年实际路径低

于拟合路径，并在 2013年左右拉低了长三角全域 P实际路径，但是，其余考察期内实际路径与合成路径间的较大差异均表明进

一步的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迫在眉睫。上海市2010年举办的世博会开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契机，但在较大的经济产

业结构刚性条件下，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环境效应不足以克服快速经济发展引致的环境排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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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协同治理政策直接效果的合成对比 

注：垂直虚线代表时间节点 2012年。 

政策直接效果存在明显的区际差异和趋同，这也增加了协同治理工作推进的难度。2010—2015 年，两省一市与安徽省 P 的

实际路径与合成路径差异还有较大不同，安徽省两种路径之间的差异显著低于苏浙沪，安徽省治理下的环境排放指数和全国平

均水平差异相对较小。但是，自 2016 年安徽省八市并入长三角城市群后，区域环境治理的效果同样呈扩大趋势，环境排放问题

也不断趋同。同时，在考察期后期，即使三条实际路径都有下滑趋势，但控制单元的拟合路径下滑幅度更大，且拟合路径低于实

际路径的那部分差距逐渐扩大，这说明在绿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其他控制组城市的环境问题存在更大程度的缓和。 

3.2 空间效应的检验 

联合人均实际 GDP(AG)构造地理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为： ， ，其中，wij为权重矩阵中的

元素，dij为依据两地经纬度计算出来的地理距离，而 是两地人均 GDP 年份均值的绝对离差[39,40]。 

环境排放指数 P 的莫兰指数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 2。可以发现：空间效应也具有短期效果显著、长期效应不足的表现。

考察期内 P的空间关联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动趋势，在协同治理政策颁布之前，长三角区域 P的空间关联程度较高，都在0.4

以上，其中 2010 年和 2011 年稍低于 0.4 的空间关联表现，可能是上海世博会期间当地环境治理手段的加强；区域政策颁布的

2012 年和 2013 年具有考察期内最低的莫兰指数值(0.309 和 0.306)；2014年开始 P的空间关联出现了反弹，至考察期末的2018

年已接近 0.4。 

表 2环境排放指数的莫兰指数及显著性检验 

指标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I 0.480*** 0.477*** 0.440*** 0.430*** 0.444*** 0.350*** 0.381***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指标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I 0.309
***
 0.306

***
 0.363

***
 0.353

***
 0.357

***
 0.350

***
 0.397

***
 

sig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上角标*、**、***分别表示统计量在 0.1、0.05 和 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 4、表 5同。 

为发现空间集群情况，依据 41 城隶属的 P-WP 散点图象限，整理政策出台前三年、后五年每种集群城市数量的分布及演变

情况见表 3。长三角区域环境排放空间集群特征明显，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效果短期内遏制了环境排放集聚的恶化，但长期效果

仍显乏力，至考察期末空间集群也有反弹趋势。首先，长三角区域存在高、低环境排放空间集群均高度显著的双重局面，“双低”

集群城市数量最多、“双高”集群次之；其次，“高低”集群最少，“低高”集群数量次少，这两类空间集群特征表现较弱；最

后，在政策出台后的两年内，“双低”和“双高”集群城市数量减少，而“高低”和“低高”集群的城市数量增多，随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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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集群数量又呈现反弹趋势，这一表现再次验证了2012 年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政策的短期效应。 

表 3 2005—2018 年局部空间集群分布情况城市 数量：个 

P-WP 2005 年 2009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双低 24 22 20 22 18 19 18 20 

高低 2 3 3 3 5 6 4 3 

低高 3 5 7 7 10 7 6 7 

双高 12 11 11 9 8 9 13 11 

 

以考察期初 2005 年和期末 2018 年为例，绘制城市散点四象限分布情况见图 2。综合观察，(1)“双低”集群中的城市主要

集中在浙江省南部、江苏省东北部、安徽省除中东部以外的整个长三角区域的“外围地区”；(2)“双高”集群中的城市集中于

苏浙沪核心地带，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高、环境协同治理仍需加强；(3)江苏省南通、浙江省嘉兴等市环境协同治理效

果总体向期望的方向转变；(4)江苏省盐城，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市在政策实行后反而逐渐步入“双高”集群的行列，

长三角区域的“后发”城市需注意经济增长与环境协同治理间的统筹协调。 

 

图 2环境排放指数两年份 P-WP 莫兰散点图 

注：“京”“淮”“通”“迁”“庆”“南”“北”“宿”分别指南京、淮安、南通、宿迁、安庆、淮南、淮北、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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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经济复合效果的检验 

依据2012年前、后两个子面板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检验结果(表4)，因固定效应(fe)的估计效果总是显著优于随机效应(re)
[41]
，

因此均采用空间固定效应的 SLM 和 SEM 模型，并将估计结果汇总至表 5。 

表 4空间计量模型的检验 

检验统计

量 
检验对象 原假设 检验结果(政策前) 检验结果(政策后) 

Wald 
SLM/SEM/SDM 模型

选择 

SDM 可简化为 SLMSDM可

简化为 SEM 
1.93(0.5871)1.09(0.7804) 6.01(0.1113)6.24(0.1005) 

LR 
SLM/SEM/SDM 模型

选择 

SDM 可简化为 SLMSDM可

简化为 SEM 
1.92(0.5893)1.08(0.7811) 5.95(0.1142)6.33

*
(0.0965) 

Hausman 随机/固定效应选择 
选择随机效应选择固定

效应 
-3.673.67(0.2991) -1.591.59(0.6618) 

效应 LR 
时间/地点固定效应

选择 

选择地点固定选择时间

固定 
2.05(1.0000)487.52***(0.0000) 4.28(1.0000)637.93***(0.0000) 

 

表 5政策空间效应的估计与检验 

指标 ρorλ β1 β2 β3 R2 

SLM(政策前) 0.2612
***
(0.000) 0.3392

**
(0.015) 0.2361(0.109) -0.2716

***
(0.006) 0.1032 

SEM(政策前) 0.2745***(0.000) 0.4106**(0.011) 0.2692*(0.091) -0.3180***(0.003) 0.0816 

SLM(政策后) -0.0640(0.503) 0.0157(0.947) -0.8270***(0.004) 0.3513***(0.002) 0.3034 

SEM(政策后) -0.0248(0.801) 0.0140(0.952) -0.8033***(0.004) 0.3413***(0.002) 0.3063 

 

首先，政策前后空间效应(ρ)的变化说明环境协同治理具有一定的效果。政策实施之前ρ显著为正，说明长三角区域相邻

城市的环境排放存在显著溢出效应，证实了空间协同治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政策实施后ρ虽然为负但

并不显著，环境排放的城际空间溢出效应弱化，政策的出台抑制了环境排放的强空间溢出效应。 

其次，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排放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β3的显著性水平优于β1和β2。政策前β3显著为负，EKC形

态表现为倒“N”型，环境伴随着经济增长从持续改善、恶化、到再恢复的过程；政策后 β3显著为正，EKC 表现为正“N”型关

系，与政策前情况相反，环境排放随经济发展先恶化、再改善、再恶化。这种表现也正契合协同治理政策出台时正是长三角区域

环境排放严重时期，协同治理政策对扼制经济驱动下的环境排放具有显著效果。 

最后，各城市环境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将政策前 2011 年和政策后 2018 年各城市的 AG与表 5中拟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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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N”型曲线和“N”型曲线中拐点的横坐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政策出台之前，除江苏省东北部少数城市外的苏浙沪地区

和安徽省中东部少数发达城市，均已跨越了倒“N”型曲线的两个拐点，来到了最右边的下降阶段；其余城市均位于倒“N”型曲

线的中上升阶段，即环境排放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期，这些城市也与空间集群分析中的“外围”区域大体一致。政策实施后(2018

年)，长三角区域除上海、杭州、宁波、南京等核心城市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均位于“N”型曲线的中下降阶段，区域环境协同

治理政策促进了这些城市环境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其中就包括了政策出台前处于环境排放与经济发展矛盾期的那部分

城市，需要警惕的是，核心城市已经跨越了两个拐点，再次回到了经济发展伴随环境恶化的阶段，这对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又提出

了新的要求。 

3.4 稳健性检验 

3.4.1 直接效果的安慰剂检验 

与 PSM、DID 等方法类似，采用安慰剂法进行合成控制的有效性检验。该方法假设控制单元与目标单元同样受环境协同治理

政策的影响，对控制组内所有城市和目标组城市一样进行合成控制，拟合其合成路径，计算各城市各期环境排放实际值与拟合值

间的残差 AD。为保障控制组与目标组间拟合效果的可比性，将控制组中平均预测标准差（APSD）高于目标组 2 倍
[14]
、与政策实

施后拟合出现显著异常的两类城市予以剔除，长三角全域、两省一市和安徽省三组保留下来的控制城市个数分别为 80、125 和

21 个。其中，APSD 的计算公式为 ，这里 Preal和 Psyn分别表示真实值和拟合值，T1为检验时点。绘制目标

组（深色实线）和控制组（浅色实线）各单元残差时序见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区域环境治理政策的效果。(1)控制组选择具有有效性和显著性。三个区域目标组残差与对应

控制组各单元的残差，在2012 年之前分布时期变动高度一致，仅两省一市的差异略有小幅波动，而 2012 年后除个别离散点外，

控制组各单元残差演进路径密集围绕零轴，呈小幅、对称正态特征。(2)协同治理政策的问题导向、短期效应和区际差异明显等

结论是稳健的。环境排放的严重性在2012年政策出台之前就有表现，这一时期长三角全域和两省一市均有残差高于零轴的表现；

长三角全域和两省一市的目标组残差与控制组各单元残差间的差异远高于安徽省，这进一步说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效果存

在较大的区际差异；2012 年之后三个区域目标组残差均大于零且高于控制组各单元残差分布的密集区，在考察期结束时仍没有

明显收敛的表现，这说明三个区域目标组和对应控制组间的残差都存在显著性差异，保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图 3协同治理政策效果的安慰剂检验 

注：竖虚线为政策节点 2012年。 

3.4.2 三种环境排放的单独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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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控制及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2012 年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政策的效果远低于预期，基于检验的整个思路，导致这

一结论的可能原因有，(1)区域协同政策效果不足以消纳伴随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环境排放量；(2)环境排放指数 P 是三种排放

源的合成，而三项指标对政策的响应差异较大；(3)P 指数构建应用了均值化，控制组内城市三种环境排放源的强弱差异也有影

响。为此，分别对 WW、SO2和 SOT 三种排放源的绝对量采用相同步骤开展合成控制和 APSD 安慰剂检验，经过清洗后三种排放源

对应的控制组城市分别为 71、50 和 45 个。将结果绘制如图 4所示，其中合成控制图的实线表示 41座城市均值合成的排放实际

路径，安慰剂检验图中目标组为深色实线，浅色实线代表控制组残差。 

结果表明，虽然三种排放源的治理效果略有差异，但在总体趋势判断上还是一致的，环境协同治理政策长期效果乏力，难以

补偿伴随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其中 WW的实际路径高于拟合路径，且二者之差远远高于另外两种排放源；SO2和 SOT 在 2015 年

后出现实际路径高于拟合路径的趋势。检验结果也表明控制组选择的有效性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 讨论 

环境问题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本文梳理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政策的作用机理，并基于2005—2018 年长三角区域的经验数

据，采用合成控制法和空间分析工具，分别从直接效果、空间效应和复合效果三个维度，检验 2012 年区域协同治理政策效果，

研究结论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现实参考。 

 

图 4三种排放源的合成控制和检验 

注：竖虚线表示政策节点 2012 年。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需要长效机制的顶层设计。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政策具有典型的时效特点，短期效应明显，长期效果乏力，

这在 2012年、2013 年环境排放指数合成控制的直接效果检验表现和空间效应检验方面均能得到验证。这种时效性产生的主要原

因在于政策制定的“问题导向型”特点，2012 年政策的出台本就因为环境问题显著的区域集中特征。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长效

机制应包括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合理的各地政府责任机制，公开透明的环境治理监督和公众参与机制，以及动态反馈、自适应

调整的动态优化机制等多层次内涵。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需要具有层次性和差异性。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该区域空间范围

覆盖三省一市 41市，这些城市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规模以及参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时期和程度都有较大差异，存在较为典型

的“中心—外围”空间特点，在未来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对不同集群区域制定差异化的协调发展政策和激励机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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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更有效的协同治理效果。长三角全域可建立合理的区域产业梯度和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加强城际发展和治理经验共享，保

障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效果的全局性和显著性；核心区域依据丰厚的经济基础和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片外围区域可利用后发优势，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空间新格局建设，实现区域环境联保共治和经济、环境协调高质量发展。 

全国绿色高质量发展效果显著。合成控制中拟合曲线大幅度下滑的趋势，表明在绿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处于控制组城市的

环境排放问题存在相对更大程度的缓和，长三角等区域为全国其他地区经济环境协调高质量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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